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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考 辨】

“文革回忆录”可信度之我见

——兼评《清华蒯大富》一书的失实

쓴쫷죋

现在，许多人在写“文革回忆录”，连当年整人的人，也有“文革回忆”大作问世。

写回忆录，也应该算是写“史”吧，应以真实为第一要务。不夸大，不缩小，更不编

造。不过，事情过了几十年，“记忆”出来的东西，疏漏、不准确，也在所难免。

写回忆录，将自己骂一顿，可能没有人说话。而事涉他人，即使实事求是地写，也很

为难。大抵是，只能说好，不能说不好。有些事，无所谓好坏，到了笔头之下，不得不写。

可是，你一旦写出来，就可能惹出麻烦。因为，你觉得无所谓，可是，人家觉得有所谓。

稍不注意，就要得罪人。要写，就不要怕得罪人。写一半，留一半；只写好听的，不写不

好听的，不如不写。至于借写“回忆录”之名，毫无事实、毫无根据地吹捧自已，挞伐他

人，更是要不得。

以下，仅以已出版的几本“回忆录”为例，看看“文革回忆录”的可信度。

一. 1966 年“国庆观礼请柬”是谁发的

1、韩爱晶说，他上天安门的请柬来自二司

据《清华蒯大富》一书的作者许爱晶说：

一次聚会，韩爱晶说：“1966 年国庆节我已经上了天安门城楼了。我们北航‘红旗’

属于二司。那个二司当时是个保守的，北航‘红旗’在里面是造反派。由于我们组织比较

大，还是分给我们一张请柬，我代表北航‘红旗’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活动。我们住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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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南海，白天上了天安门城楼，晚上在中南海岸边看焰火。”1

2、蒯大富说，他上观礼台的请柬来自贺鹏飞

许爱晶在《清华蒯大富》一书中说：

韩爱晶问蒯大富：“你当时身为三司三人核心组成员，怎么过的国庆？”

蒯大富说：“他们肯定搞鬼了，他们没给我请柬。”

韩爱晶又问：“当时社会上认为你是三司司令，就算是三司的副司令，竟然没有拿到

上天安门的请柬？”2

蒯大富说：“我是从清华拿的请柬，是贺鹏飞广播要我到的静斋，他说国庆有上观礼

台的请柬，是贵宾台。说给我们清华有几张，几个组织平分，给了我两张。当时我们井冈

山才成立一个星期，没多少人。贺鹏飞还是挺老实的，这就很不简单。我和彭伟民一起去

的。”3

这才是蒯大富的真心话，实情话。

贵宾台，即位于天安门城楼前（下）的观礼台。

可是，在许爱晶所写《清华蒯大富》的同一页，蒯大富又有另外的说法：

“那肯定是三司那边陈爱莲搞的鬼，他们为了自己去，就把我的请柬给贪污了。”

如果“三司那边”不“贪污”，蒯大富不是一个人就有了两张“观礼票”？

蒯大富当时和后来，并不是什么“大人物”，不过是众多同工作队作斗争的人士中的

一员。只因为王光美是清华工作队中的一员，他才引起中央的重视。而 1966 年 8 月至 9

月，引起中央重视的人并不只是蒯大富，还有很多。况且，即使他引起中央重视，他也“扶

不起来”，还是众多“反革命”中的一员。以这样的身份，还幻想中央从“两个方面”给

他送“观礼请柬”，蒯大富将自己估计得也太高了。

我已经在互联网上，在《三司与〈首都红卫兵〉》一书中，指出，蒯大富既不是三司

1 许爱晶：《清华蒯大富》，第 141页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， 2011。
2
同上，第 141 页，陈爱莲当时是三司组织部工作人员。

3
同上，第 141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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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令，也不是“三人核心组成员”，更不是“三司的副司令”。三司自成立到结束，根本

就没有“司令”这一设置。“蒯司令”，主要是蒯大富自己的炒作，当然也有他人的以讹

传讹。这一点，在 2000 年以后，是连蒯大富本人都承认的。韩爱晶在《清华蒯大富》一书

中，也是认可的：

“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核心人物聂树人有篇文章《蒯大富不是‘三司’司令》，蒯大

富的说法与聂树人文章中宋永毅采访朱成昭得到的回答相吻合。”1

可是，到了 21 世纪，韩爱晶还是要装糊涂，一再这样发问；蒯大富还想继续炒作，而

硬要往“蒯司令”这边靠。

3、王大宾说，他上天安门的请柬来自国务院

《王大宾回忆录》出版了，可喜可贺。在回忆录中，王大宾对于他上天安门，“很不

理解”。《王大宾回忆录》第 107 页第四大段第 5节的标题是:“我不知道，周总理、中央

文革为何选中了我”。

该节的正文说：1966 年 9 月 27 日，我在地院接到参加国庆日庆典活动的大红请柬。

请柬上直接写着邀请王大宾的名字，下面盖着国务院的大印。接到请柬，我就觉得不安，

认为不妥，地院东方红的第一把手是朱成昭呀，请柬应该发给他才对。我马上找到朱成昭，

对他说：“你是东方红的一把手，这个请柬应该给你，应该你去参加。”朱成昭说：“这

是国庆日庆祝活动筹备组吴德、丁国钰和周总理他们商定的名单，既然邀请你你就代表我

们东方红去参加吧。写的是你的名字，还是你去的好。这样的活动，我今后有的是机会。

“9月 27 日晚，我按请柬的要求报到后，被安排入住中南海。这时才知道，同到的还

有师大的谭厚兰、北大的聂元梓、北航的韩爱晶。后来听说请柬也发给了清华的蒯大富，

但被清华文革的贺鹏飞、刘涛扣下了，因而蒯大富就错过了参加这一活动的机会……

“这次国庆日庆祝活动，对北京高校保工作组的保守派组织与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组织，

还是被一视同仁、平等对待的。我们地院已变成少数派的保守组织‘斗批改兵团’红卫兵

1
同上，第 136－137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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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头中的一个女同学，也同样受到邀请参加了活动……”

4、聂树人说，“他”上天安门的请柬来自三司

1966年 10月 1日，我也上了天安门。在我 2013年出版的回忆录

《三司与〈首都红卫兵〉》1一书中，已经描述了经过。现将该描述抄

录（个别地方作了点修改）如下。

10 月 1 日，我作为三司代表，与王大宾等进入中南海，上天安门，

参加了国庆节庆祝活动。时间 7天。我进中南海那天是 9月 30 日下午。

记得，刚进去时，心情激动，因为，我们已经到了中国最高领袖居住、

（上图：我的入席证的正面）生活和工作的地方，到了中国的核心。但是，从房子的外表

上说，中南海的建筑与外面没有什么两样，大都是一层建筑，破在其次，旧，则给我留下

了深刻的印象。

这一次，一共进来了约 1000 名红卫兵，其中，北京的，都是三个

红卫兵司令部指派的。

那时，形势发展还很不明朗，以“三司”为代表的造反派势力还

不强大。因此，在由三个司令部指派的上天安门的人中，以一司和二

司的人数居多。 （上图：我的入席证的背面）2

我们可以沿中南海的西缘北段随便走。往南，因为没有走，也不知是否走得通。刚进

中南海时，就宣布有纪律，要服从命令听指挥，在指定的区域活动，不要乱走。

晚上，安排看露天电影。在电影开始前，江青接见大家。江青说是来看望大家，问大

家吃得好不好，住得好不好。要说吃的，因为人多，就是大锅饭，大锅菜，不过那米却是

地道的“小站米”，很好吃，我们以前极少吃的。菜虽然是大锅菜，但是，比起学校食堂

里的大锅菜，比起劳动人民文化宫食堂里的大锅菜，“内容上”要好得多。住的，是“郎

1 聂树人：《三司与〈首都红卫兵〉》，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，2013年。
2 入席证上面的姓名一栏原是空的，“聂树人”三字是我自己填写的。盖的大印是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筹备

委员会”。我在上面写的是：“1966年 9月 30日，乘（凭）此出席证进中南海，十月一日登上天安门城楼，见到了伟
大领袖毛主席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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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铺”，和外面差不多，只是“挤”的程度不如外面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吃完饭就准备上天安门。事前，好像周总理给我们交代过，不许与毛

泽东握手，因为那么多人，一个一个与毛泽东握手，毛泽东受不了。

到了天安门城楼上，我们先是站在东边城楼。等到长安街上游行开始一段时间后，才

放我们过去，由东往西，依次经过天安门城楼。到天安门城楼正中时才看到，毛泽东就站

在楼门前的台阶上，向大家招手致意。刘少奇站在毛泽东身后偏左的高一级台阶上，手中

拿着毛主席语录本摇着。我们遵照周总理的指示，没有上前同毛泽东握手。大家都口中喊

着“毛主席万岁”，手中举着毛主席语录，按顺序走过去。

后来听说，我们三司曾经有个别人上前，同毛主席握过手。

不久，我们就又站在天安门城楼的西边了。

在城楼西边，我们居高临下，看到天安门广场上密密鸦鸦的人群在慢慢地通过。由是，

我想到了我们站在城楼上的人的幸福。

离开天安门城楼后，我们又排着队回到中南海里面。按照刚进入中南海时的编制，大

家在一起学习林彪、周恩来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。还自由活动，在中南海进行了参观。

在中南海北门附近的小广场上，有人曾摘下几片冬青叶子，夹在语录本中，以作进中

南海的永久纪念。

晚上，还是看电影。

后来，我们离开中南海往北，进入一个大院。那大院好像是国防部机关，我们就是在

那里照了一个“全员相”。参加照相的，只有周恩来及其以下的中央领导人叶剑英、陶铸、

康生、李先念、李富春、江青、谭震林、陈毅、肖华、关锋、戚本禹、杨成武，没有毛泽

东，也没有林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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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图：周总理等接见红卫兵的照片（片断）

照片是由“轮转机”照的，约有一米长。我和王大宾站在偏右的位置。

上图：周总理等接见红卫兵的照片（放大片断）

后排右起第九人是王大宾，由下往上数第四排右起第八位是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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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6 年 10 月 1 日前夕，蒯大富刚刚从泥淖中爬出，他在三司原本什么都不是，谁会

送给他上天安门的观礼票？

5、国庆观礼“请柬”的发放渠道

韩爱晶明确，“观礼请柬”来源是二司。

蒯大富是从贺鹏飞手中得到，而贺的来源渠道，该书没有说。可以肯定的是，贺手中

还有其他请柬，估计来自一司。至于王大宾说的“后来听说请柬也发给了清华的蒯大富，

但被清华文革的贺鹏飞、刘涛扣下了，因而蒯大富就错过了参加这一活动的机会。”应该

是王大宾“听”错了。因为蒯大富虽然没有上天安门，却是上了观礼台的。

我的请柬肯定来自于三司，我当时就在三司工作。请柬上也没有写名字，“聂树人”

三字是周永璋将请柬发给我后，由我自己填写上去的。当时，上级分配给三司的“观礼票”

有几十张，其中，有好几张是上天安门的，其他都是上观礼台的。除三司机关外，大都分

配给了三司下属院校。

王大宾说他的请柬来自国务院，“请柬上直接写着邀请王大宾的名字，下面盖着国务

院的大印”。这样看来，他的请柬与我的请柬不是一回事儿，或者，是他记错了。

从《王大宾回忆录》中的这段话“这次国庆日庆祝活动，对北京高校保工作组的保守

派组织与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组织，还是被一视同仁、平等对待的。我们地院已变成少数派

的保守组织‘斗批改兵团’红卫兵头头中的一个女同学，也同样受到邀请参加了活动……”

似乎又觉得，王大宾上天安门的请柬，与那个女同学的请柬，是“一视同仁、平等对待”

的，“邀请渠道”是统一的。那个“女同学”不可能是周总理、中央文革“选中”而邀请

的，她的请柬，肯定是“一司”发给的，因为地质学院保守派红卫兵参加的是“一司”。

我和王大宾，还有其他上千人，是在一起活动的。对于我上天安门这件事，在 21 世纪，

我曾同王大宾说起过。可是，王大宾不记得，甚至不相信。不过，我保留的当年上天安门

的“入席证”可以为证；我和他在一起的合影，可以证明我说的是真话。话又说回来，文

革初期，彼此认识，但是，却从没有在一起工作过，不熟悉，是实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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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6 年国庆节观礼请柬的分配，已经不能靠北京市委、市政府了，因为它们都瘫痪了。

此时，北京高校已经成立了三个红卫兵司令部，中学也成立有跨校的红卫兵组织。因此，

国庆观礼请柬就通过红卫兵的这几个“超级组织”顺利分配下去了。

就是“国庆观礼请柬”这样一件具体的小事，四个人的“回忆”却颇有不同。是“记

忆”有误，还是“另有原因”？

二．韩爱晶是如何“分身”的？

蒯大富在 9月 6日，还是东躲西藏的“光杆”一个。在以朱成昭为首的“地质东方红”

的支持下，于 1966 年 9 月 24 日，才成立了“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”。许爱晶在《清华

蒯大富》一书中，首先是蒯大富说：

当时朱成昭、韩爱晶支持我。我们成立井冈山的时候一百人还不到。他们地质“东方

红”和北航“红旗”早就队伍雄壮，北航“红旗”已有近两千人。我们“井冈山”红卫兵

在大礼堂开成立大会，大礼堂座位一千四，朱成昭带着地质“东方红战士”，韩爱晶带着

北航“红旗”战士来到礼堂，坐在会场上撑场面还有一些上地院来串联的，会场也差不多

坐满了。1

时间、地点都有了。连礼堂能坐一千四，“差不多坐满了”这类细节，都记得清清楚

楚，确确凿凿。谁还能不信呢？

可是，在同一本书里，下面的话又在同韩爱晶打架。韩爱晶说，“北航红旗”成立于

1966 年 8 月 20 日：“我们实行巴黎公社全面选举制……每个系推荐两个人到院里来，加

上老师和工人代表差不多 20 个人，形成核心。我只是这个核心成员之一……一切活动都要

1
许爱晶，《清华蒯大富》，第 139 页。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，201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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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分发扬民主。”
1

韩爱晶又说，在 10 月 4 日以前，“石兴国是主持全面的。我在校外、在国防科委门口

负责那里的斗争……直到 10 月 4 号，我们北航红旗翻身了，又搞了一次普选，才产生五个

常委……这时才明确我为一把手。但决定重大问题都要召开大会、小会、全体战士会，凡

事少数服从多数。”
2

这就是说，韩爱晶带大量人马去清华大学支持蒯大富，根本不可能。

（1）时间上不允许。自 8月 25 日始，韩爱晶作为“前线负责人”，到国防科委门口，

坚持了 28 昼夜，去“揪”工作队负责人了。到 9月 21 日，才结束回校。而 9月 21 日以前，

韩爱晶不可能分身，既在国防科委门口，又到清华大学去同蒯大富联系。即使他回到学校

后，在短短的两天时间（9月 22－23 日）里，工作队负责人还要作检查，他又是如何同蒯

大富相识相知，而于 9月 24 日带领大队人马，去的清华大学？

（2）领导体制不允许。在 1966 年 10 月 4 日前，“北航红旗”实行的是“20 个人”

的“核心”集体领导，能允许“只是这个核心成员之一”的韩爱晶带大队人马去清华支持

蒯大富吗？况且，自“北航红旗”成立到 9月底，工作队加于造反派头上的“右派－反革

命”帽子还没有摘除，自己的问题都没有解决，哪里有余力，如“地质东方红”那样去管

别人的事情？当时，北航的情况与地质学院的情况相差较大，“地质东方红”不仅于 8月

24 日将工作队的主要派出者何长工等“请”到了地质学院，还通过“8.24 大辩论”，基本

上打垮了保守派。

因此，说“北航红旗”在 1966 年 9 月，如何如何支持蒯大富，难以令人相信；说韩爱

晶带领大队人马到清华大学的“大礼堂”，去支持蒯大富，根本不可能。

三．许爱晶打扮“三司”一例

1 同上，第 140-141 页。
2
许爱晶：《清华蒯大富》，第 141 页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，201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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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的“厘定”下，“蒯司令”是当不成了。
1
许爱晶在他“编著”的《清华蒯大富》

一书中，给蒯大富的另一个身份——“三人核心小组”成员。他借用蒯大富的口说：“……

我当时没有队伍，朱成昭特别邀请我以个人名义参加，并要我参加三人核心小组……”
2
他

说，“三人核心小组另一个人是北京外语学院红旗大队负责人宋远利”。还附上了蒯大富

与宋远利在 21世纪在一起的照片。可是，照片下的文字说明却是“与三司副司令宋远利

重逢”。一会是“核心小组”的成员，一会又成了“副司令”，许爱晶的逻辑好像出了点

问题。

宋远利不是北京外语学院“红旗大队”的一把手，即主要负责人。这是可以肯定的。

他只是“红旗大队”派驻三司的代表。

蒯大富好与名人照相、拉关系。许爱晶在写《清华蒯大富》时，可能也深受感染。可

能的情况是，当他看到蒯大富与宋远利的照片时，或者胡乱地给蒯大富和宋远利加上了什

么“三人核心组”的头衔，或者觉得，蒯大富向来只与名人来往，宋远利在当时名气不大，

而且一个多月后即离开了三司，因此，就立即又给他加封了“副司令”的称号。

是许爱晶对三司过于热爱，还是过于仇恨，他不断地往三司头上贴红贴黑……

如果宋远利看到这些文字，他有何感想？是承认自己是三司“三人核心组”成员呢，

还是承认自己是三司“副司令”呢？还是原本就什么都不是？在文革被“彻底否定”的政

治背景下，在 21世纪，抢这样一顶帽子戴在头上，也不见得是好事。

四．许爱晶编造蒯大富领读“誓词”

在《清华蒯大富》的另一个地方，许爱晶又借蒯大富之口说：……大会有一个议程，

就是带领全场十万人宣誓，稿子是韩爱晶准备好的，韩爱晶把稿子递到我手上，对我说：

“蒯大富，你来念吧。”

1 详见我发表在互联网上的有关文章及我写的《三司与〈首都红卫兵〉》一书。
2
许爱晶：《清华蒯大富》，第 136 页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，201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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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爱晶说：“会议最后一个议程是宣誓。会前准备好的誓词在我手上，我觉得井然代

表北航“红旗”发言已经很成功啦，我再领誓，北航占得太多不好。蒯大富坐在我旁边。

我一想，周总理虽然在清华给蒯大富平反，但他好像还是挺臭的，成立个“井冈山”还不

到一百人。让他上去，批反动路线意义更大。我就把稿子递给蒯大富，我说：“誓词你来

念吧！”蒯大富接过稿子就上前去了。

因为参加这个大会的人员，相当数量是外地来京的造反派，都以为是中央首长让三司

司令蒯大富领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。这个会在北京和全国造成极大影响，掀起了批判

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。
1

“从此，蒯大富个人在清华大学校内政治处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，在全国也产生了影

响。”2

我对此的评价是，许爱晶写的蒯大富，韩爱晶的回忆，不仅错了！而且错得离奇！！

首先，韩爱晶将时间搞错了，蒯大富带领大家宣读誓词，是在 1966 年的 9月 6日，而

不是 10 月 6 日；其次，是在三司成立的大会上，而不是“誓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

火”的 10 月 6 日大会上；第三，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，而不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。

在当时的情况下，只是在一个组织成立时，才宣读誓词的。在召开批判会时，是不宣

读誓词的。10 月 6 日的大会是“誓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”，不可能宣读誓

词。这个常识，写“五大领袖”蒯大富的许爱晶难道不知道？

韩爱晶本不是三司的人，他怎么可能参加 9月 6日三司的成立大会，并把蒯大富“推

上去”宣读誓词呢？在三司成立大会上，张春桥、江青等根本就没有到场，蒯大富又怎么

能见到他们呢？

“稿子是韩爱晶准备好的。”蒯大富是否说过这话，只有他们两人知道。

显然，出于制造北航与三司“联合召开 10 月 6 日大会”的需要，就必然需要“回忆错

1
许爱晶，《清华蒯大富》，第 144 页。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，2011。

2
同上，第 145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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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”。

但是，由于“回忆错位”，无论是蒯大富，还是韩爱晶，就不能自圆其说了，许爱晶

说，蒯大富因为参加了 10 月 6 日大会，“从此，蒯大富个人在清华大学校内政治处境也发

生了重大变化。”
1
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么，请蒯大富自己说说，他的政治处境发生“重大变

化”，是在 9月 6日以后，还是 10 月 6 日之后？

至少，蒯大富应该回答，“清华井冈山红卫兵”是不是 9月 24 日成立的。如果是，那

么请问许爱晶，在 1966 年 9 月，都拉起了自己的队伍了，贺鹏飞都要给发“国庆观礼”的

请柬了，还说，在校内“政治处境”没有发生变化，或发生重大变化；直到“参加”了 10

月 6 日大会，才“发生了重大变化”，这说得过去吗？

五．许爱晶要“厘定”什么？

1966 年 10 月 6 日，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由三司主持的大会，是具有重大历史意

义的、文革转折的一次大会。

21 世纪之初，北航红旗“有人”（是谁？）回忆说，这次大会是他们和三司“联合召

开”的。这算是“投石问路”。

后来，由蒯大富口述的《流沙岁月》（很可能，它不是蒯大富执笔的）中，又做了“联

合召开”的“回忆”。该文借用蒯大富之口：“10 月 6 号的大会我参加了，韩爱晶把我推

上去念那个大会誓言。这次会上呢，张春桥看见我说：蒯大富，过来过来。他把我拉到主

席台另一边，介绍给江青，说江青同志，这就是蒯大富。江青说，你就是蒯大富啊？这是

第一次见江青，也没说什么话，等于打一个招呼。”

蒯大富、韩爱晶根本就没有参加 1966 年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 10 月 6 日大会。这次大

会是由三司主持召开的，我当时就坐在主席台上，根本就没有见到蒯大富、韩爱晶。
2

1 同上，第 145页。
2 聂树人，《三司与〈首都红卫兵〉》，第 57页。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，201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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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 2011 年，许爱晶在《清华蒯大富》一书中，要“厘清十万人大会前后重要史实”了：

“蒯大富回忆说：1966 年 10 月 6 号大会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会，在北京市绝对是

一个划时代的大会……北航和三司共同筹备的。地质周永璋坐主席台。在工人体育场，坐

满十万人。”1

韩爱晶回忆说：“……1966 年 10 月 6 日，北航“红旗”和首都“三司”在工人体育

场共同组织了一个十万人大会。当时“三司”主要负责人朱成昭派人和我们一起做组织工

作，但他想不到会议开得那么隆重，那么成功。会议程序、发言、誓词，请中央领导等，

这些环节，主要是我们北航“红旗”落实的。

“准备工作只有几天，我、井然(文化革命时原名井冈山)和姜允珍同学在办公室起草

发言稿、誓词等，五系张庆海等做了请柬，写明请周总理、江青、陈伯达、康生等中央首

长。我们拿着请柬就打电话联系《解放军报》一个叫宋立彤的记者，他非常重视。他向《解

放军赧》领导汇报了我们开大会的事，宋立彤和《解放车报》的负责人开小车专门来北航

听取我们关于召开十万人大会的情况汇报。他们满口答应，说一定尽最大努力帮助请中央

首长。

“10 月 6 号，我和井然提前赶到工人体育场，北航“红旗”战士都安排在离主席台正

面最近的位置。看着会场很快就座满了十万人，心里又高兴又紧张不安、高兴的是会场很

热烈，大会基本可以成功啦！紧张的是，中央领导会不会来呢？

“忽然掌声四起，周恩来、江青、陈伯达、康生、谢富治、杨成武和张春桥等笑容满

面，一边高举双手面向会场鼓掌，一边走到主席台坐下。

“大会开始，北航“红旗”代表井然第一个发言，他那超宏亮的声音和充满革命豪情

的发言，激起全场热烈掌声，周总理等频频微笑点头。后来陈伯达、江青只讲了几句话，

1 许爱晶，《清华井冈山》，第 141页。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，201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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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春桥宣读《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》，重点是周总理讲话。”1

你看，本是局外人的韩爱晶，没有参加大会的蒯大富，对“北航和三司”共同筹备 10

月 6 日大会这件事，情节写得多么详细！时间、地点写得多么准确，参加的人有名有姓，

场景是多么宏大，会议开得多么有声有色！

可是，我要说，除过“北航红旗”的那个叫井冈山的人在大会上发言这件事情是事实

外，其它都是不存在的！这是韩爱晶、蒯大富的一次不成功的合作，是又一次“记忆错位”。

在《三司与〈首都红卫兵〉》2一书中，我共列出十条根据予以驳斥：

第一，毛泽东一直在寻找文革的依靠力量。经过两个多月的选择，最后选中了弱小的

三司（当时只有 3000 多人）。1966 年 10 月 6 日，毛泽东派周总理以及其它中央领导参加

大会，一是支持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判，二是对大会的主持者三司以强烈的支持。

大会以后，三司很快发展壮大。

其次，三司，是中央承认的三个红卫兵司令部之一，是一个“超级群众组织”。而北

航红旗，只不过是一个参加了二司的群众组织。一个次一级的群众组织“北航红旗”和一

个高一级的“超级组织”三司“联合”搞活动，是不对等的。因此，是不成立的,“联合”

召开大会，根本不可能发生。这是常识！另外，韩爱晶是在 1966 年 9 月 29 日，在戴维堤

的谦让下，才拿上了上天安门的“请柬”，并在中南海呆了近一星期。
3
他如何“筹备”这

个紧接国庆节的大会？韩爱晶自己也说：他是 1966 年 10 月 4 日才当上“北航红旗”的第

一把手的。当第一把手，屁股还没有坐热，他如何能时隔一天，就与朱成昭联系筹备召开

10 月 6 日大会？

第三，以朱成昭的“刚愎自用”，根本不可能会去找尚在参加国庆观礼的、尚不是“北

航红旗”第一把手的韩爱晶商谈“联合”召开大会的事情。

1 许爱晶，《清华井冈山》，第 143页。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，2011。
2
聂树人，《三司与〈首都红卫兵〉》，第 33--34 页，第 58-66 页。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，2013。

3
见互联网，戴维堤的有关回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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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，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，毕竟不是一件小事，得提前好几天成立会议筹

备组。这些，都与“北航红旗”没有半点关系。按照韩爱晶所写，如此重要的大会，却成

了他在“北航红旗”办公室决定的事情，他还能在大会上颐指气使，岂不可笑！

第五，到 1966 年 9 月中下旬，三司已经与中央文革小组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。根本

用不着“北航红旗”通过《解放军报》去探询（韩爱晶语）。

第六，10 月 6 日大会，朱成昭根本就没有到会。如果是“联合召开”，按照“北航红

旗”以及韩爱晶的特点，它必然要在大会上占有一个主持大会的席位，至少，它会争得在

大会上“露脸”的其他角色。可是，大会自始至终，除过井冈山发言外，人们在主席台上，

看到过“北航红旗”人的影子吗？

第七，在 10 月 6 日以前，三司还是一个只有三千多人（“地质东方红”就占了一半多

人）的小司令部，既没有权，更没有势。周总理在 9月 26 日接见三司全体战士时，还在说

着不要怕自己是“少数派”的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“北航红旗”负责人、当时还不是第一

把手的韩爱晶，能与三司“联合召开”这次会议？当然，北航红旗的负责人不能不知道二

司的保守派真相。因此，脚踩二司，伸手三司，就成为他们权变的另一着。你三司要召开

大会，邀请我，我写个稿子到大会上去念念，有何不可！而且，还可以在三司造反派主持

的会议上展示我造反派的雄姿！

第八，“北航红旗”不以二司的名义在社会上活动，是不忠诚于自己组织的表现，是

对二司的背叛，在当时是一个令人卑视的投机行动，很令人不屑！

第九，在这样的大会上，不可能“宣读誓词”。韩爱晶“煞有介事”地说，他临时起

意，让蒯大富宣读誓词，又从何说起？一个有中央领导人参加的会议，有严格的会议议程、

会议安排，岂是在会议召开过程中，可以随意改变的？！退一步说，难道“联合召开”的

会议，就由韩爱晶一人“临时起意”，随意说了算？

第十，当时及以后，几十年来，人们都知道 10 月 6 日工人体育场大会是由三司主持召

开的，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。韩爱晶“厘清”的词儿一出现，就露出了他的心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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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在书中，我还引用了三司当时的参谋长路瑞宗的话
1
：10 月 6 日的“向资产阶级

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”是由三司发起，邀请当时在北京的一些造反派组织参加，包括在北

京的外地革命群众组织。北航只是我们邀请的单位。其实，当时无论韩爱晶还是蒯大富都

没有那么大号召力……老蒯的被解放，是由于我们“地质东方红”两次去清华，大张旗鼓

地支持他，贴大标语、演说等等，这样才一点一点的把他从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下解放出来。

他在外面的名声大，是因为他给当时的工作队长叶林（时任国家大计委的副主任）的 42

封公开信。

在《三司与〈首都红卫兵〉》一书中我还写道：10 月 9 日《首都红卫兵》报对 10 月 6

日大会的报导：“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有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、广西桂林师范学院

等全国各地十多个单位。”这里，没有写“地质东方红”代表的发言，也没有写清华毛泽

东思想红卫兵代表陈育延的发言。那原因没有别的，就是因为“地质东方红”和“清华毛

泽东红卫兵”属于三司，是大会的主人，而不是如“北航红旗”和“桂林师范学院等全国

各地十多个单位”是“外人”。因此，不能因为“北航红旗”的井冈山（后改名井然）在

大会上发了言，就被说成是三司与“北航红旗”联合召开的大会；更不能说，因为“桂林

师范学院等全国各地十多个单位”在大会上发了言，就被说成是三司与“桂林师范学院等

全国各地十多个单位”联合召开的大会。

我现在要补充的一点是，韩爱晶说他到会后“紧张的是，中央领导会不会来呢？”我

想告诉韩爱晶的是，不用他在 21 世纪“担心”。在我们心里，中央首长肯定会来的。我这

样说的依据是，10 月 5 日下午，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张根成急急来到三司，说我们送给中央

首长的请柬不够，还要再送三个人。于是，很快就又补了三个人的请柬。即使开会前中央

首长未到，我们也不担心——他们肯定会来的！事实是，中央首长是在开会前就到了的。

韩爱晶的编造没有根据。这样一来，韩爱晶的如下回忆将成笑料：

1
路瑞宗现在河北廊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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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备工作只有几天，我、井然(文化革命时原名井冈山)和姜允珍同学在办公室起草发言

稿、誓词等，五系张庆海等做了请柬，写明请周总理、江青、陈伯达、康生等中央首长。

我们拿着请柬就打电话联系《解放军报》一个叫宋立彤的记者，他非常重视。他向《解放

军赧》领导汇报了我们开大会的事，宋立彤和《解放车报》的负责人开小车专门来北航听

取我们关于召开十万人大会的情况汇报。他们满口答应，说一定尽最大努力帮助请中央首

长。

六．如何看待“文革回忆录”

已经出版的“文革回忆录”“可信度”是大打折扣的。对此，我的看法是：

1、可信者：其中的事实，有原始证据、原始出处，当年就没有疑问的事情，给“可信”

评价。

2、较可信者：虽然没有原始证据或出处，但事件“公知”，个人在事件中有特殊贡献、

特殊经历的，给“较可信”评价。

3、较存疑者：事件“公知”，但个人的经历，发生的时间、地点不详，没有旁证，或

旁证可疑，给“较存疑”评价。

4、存疑者：没有原始证据或出处，仅凭残留的印象。即使细节说得再仔细、再具体、

再确切，也只能给予“存疑”的评价。

5、难以相信者：以“笔名”写的“回忆录”（权且如此称之），如许爱晶写的《清华

蒯大富》之类的书，只可以当小说或其他作品来读。

“姑妄听之”者：作者的年龄，比如当年只是几岁、十几岁的小学生、中学生，或者

尚没有出生者，仅凭个人的经历或“上辈人”的“言传”或其他，写出的貌似“回忆录”

的作品，给予“姑妄听之”的评价。■


